期末复习资料汇总
1. 中国音乐史分期
-巫乐时期 ：-远古时期   -夏商周
-礼乐时期： -西周、东周时期  -秦汉时期
-文人音乐时期： -魏晋~隋唐时期  -唐宋转折时期
-艺术音乐时期：-宋元明清
2.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分期
-萌芽时期（公元前8世纪~6世纪）
-百家争鸣时期（公元前5世纪~3世纪）
-两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
-魏晋-隋唐时期（公元3世纪~10世纪）
-宋元明清时期（公元10世纪~19世纪）
3. 远古时代的乐器
[bookmark: OLE_LINK1]1、用天然材料制成的乐器
2、陶制乐器
3、铜制乐器
3.1 用天然材料制成的乐器
天然材料：
用料：用动物的骨、甲、皮，自然界存在的树木、石块
时间：距今4000年前，约新石器时期左右
河南贾湖新时期遗址：骨笛（六声音阶、七声音阶），一套共25支骨笛，全是由鹤腿骨制成，笛孔口大都存有挖孔前留下的刻度
（重要）鼍鼓：1980年陕西襄汾陶寺出土，新时期时代，距今4500年~4400年前，鼓腔利用天然的树干挖空而制，其渊源与扬子鳄有关
3.2 陶制乐器
远古先民在使用石器的时代发现了如何用火，在使用的时候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陶制器皿和工具，并且渐渐制作出了陶制的乐器。
早期的陶制乐器与前一类的相比，较晚出现
带有原始工具的雏形，因而有学者认为陶制乐器在最初是制作日常用具时偶尔制造出的
例子：陶埙、陶鼓、陶铃、陶制摇响器等
陶埙是以陶土制成的吹奏乐器，已出土的陶埙有多种形制。1973年 浙江余姚河姆渡和骨哨同时出土 距今7000年前，已知最早的埙。
3.3 青铜乐器
自公元前21世纪起，我国由陶、石器并用时代逐渐过渡到青铜时代
随着夏商时期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铜制乐器逐渐出现
例子：铜鼓、铜铃、铜铙
铜鼓：最初出现了的铜鼓是青铜制成的鼓身并附以模仿牛皮鼓面的铜面，鼓身椭圆，两端边缘各有三周钉纹，模仿木鼓蒙皮所用的铆钉。
4. 关于乐器及乐器分类法
周代的乐器数量和种类非常丰富，此时对乐器有了科学的分类：
《诗经》中就记录了29种
先秦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共列有十九条词目，其中专设一条“释乐”
琴、瑟、鼓、毊xiao、笙、箎chi、埙、钟、萧、管、籥yue、柷、敔、鼗tao，等
其中多种乐器又被细分为大、中、小类，并称呼以不同的名称
（重要）八音分类法：金 石 土 革 丝 木 匏 竹
《尚书.益稷》：合止柷敔
晋代郭璞注云：
“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氐挏之，令左右击。”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chu铻yu，刻以木，长一尺，㧰之。”
5. 关于乐舞及乐舞的功用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乐舞就被当作了“载道”的手段，发挥着政治作用。舞蹈被纳入了“雅乐”体系，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
统治者用乐舞来纪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伦。“舞以象功”、“舞以象德”成了雅乐的宗旨。
（重要）在吸收商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前代的乐舞遗产《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又新创制了《大武》，合称《六代舞》、六代之乐
六代之乐：
黄帝《云门大卷》 —— 祭天
唐尧《咸池》—— 祭地 
虞舜《大韶》—— 祭四望
夏禹《大夏》—— 祭山川
商汤《大濩》—— 享先妣
周武王《大武》—— 享祖
乐德，乐语，乐舞：
乐德：中、和、祇、庸、孝、友
乐语：兴、道、讽、诵、言、语
[bookmark: OLE_LINK2]乐舞：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6. 夏商周三代乐舞中的审美意识
1、王者功成作乐
个人英雄功绩——社会情感共鸣
2、祭乐“尚声”行为的审美意识：
乐官——大祭司
《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
3、乐以象德的审美意识：
《乐象》：“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
7.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思想与社会背景
儒家——礼乐思想
道家——自然乐论
阴阳——五音十二律/五行十二月宇宙观
社会背景：
春秋时期   社会制度变革
·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保持天下共主权威
· 平王动迁——东周开始
· 周王室衰微
· 诸侯国长期兼并、战争——“齐、燕、楚、赵、韩、魏、秦” 
      “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
· 春秋：齐桓公 晋文公 宋襄公 宋穆公 楚庄王 
· 战国：东周后期 秦一统天下
· 阶级解构分化改组——士大夫阶级
士：
奴隶主贵族的最低阶层（有食田、有特权、受过“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末年丧失特权 保有六艺、知识技能
作为卿大夫家臣，著述立说，广收门徒，私人讲学，四出游说，互相辩难
春秋四君子：
· 信陵君
· 春申君
· 孟尝君
· 平原君
《论语》：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

· 郑声虽遭统治者贬斥，禁锢而愈益发展，以至于雅乐崩坏，郑声取得对雅乐的胜利
《汉书.礼乐志》：
周室大坏，诸侯恣行……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庭。
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病损寿，外则乱政伤民。
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
……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
子夏辞而辩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 《九歌》及《涉江》、《采菱》、《阳阿》、《下里》、《巴人》……等楚声大量涌现
· 荆轲
· 四面楚歌
· “拔山”“盖世”
· “大风”“云飞”
战国末期、秦汉之际，已是举国上下从善为楚歌到取代郑声
· 演奏、演唱技艺及人们鉴赏水平有极大地提高
· 薛谭之讴“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 韩娥之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 雍门周鼓琴“涕浪汗增”“立若破国亡邑之人”
8.（重要）儒家音乐美学观：
-需
-儒
儒“尽人事 知天命”
《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
《周礼.大宰》：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长，以贵得民；
三曰师，以贤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七曰吏，以治得民；
八曰友，以任得民；
九曰薮，以富得民。”
 郑玄 注：“两，犹耦也。所以协耦万民。”
贾公彦 疏：“使诸侯与民相合耦而联缀，不使离散，有九事，故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也。” 
章太炎：“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
·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
· 类名为儒，知礼乐射御书数
· 私名为儒，助人君顺阴阳教化
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孔子： 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
孔子：吾求其德而已
儒家十三经：
· 《诗经》《尚书》《礼仪》《乐经》《周易》《春秋》
· 东汉《论语》《孝经》
· 唐《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春秋毂梁传》《尔雅》
· 宋《孟子》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
孔子：名丘 字仲尼 鲁国人，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八佾》“尽美又尽善也”
《乐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艺术主张：正乐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审美准则：“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音乐中情感表现必须要有节制，适度而不过分
（重要）音乐的社会功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兴：朱熹“感发志意”
· 观：郑玄“观风俗之盛衰”
· 群：朱熹“和而不流”
孟子 
· 性善论
· 仁政
· 至大至刚
《史记》“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告子上》：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
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身相似也
故曰：……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音乐的本质：乐之实，乐斯二者
《离娄》：
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与民同乐
·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 不若与人
· 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 不若与众
9. 唐朝四大音乐机构
隶属太常寺：
大乐署：雅乐、燕乐、乐师的考核成绩
鼓吹署：仪仗音乐
隶属宫廷：
教坊，梨园
9.1（重要）教坊
唐代新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专管雅乐以外的歌舞和散乐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成员有男有女。
唐武德年间（618—626）开始有内教坊，归太常寺管辖。
开元二年（714）后有教坊五处，不归太常寺，直属宫廷。内教坊一处，于宫内。外教坊共四处，分归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地各设左右二教坊，左善歌、右善舞。
（重要）玄宗时期，教坊中的女艺人依据色艺的高低，分为四等：
1）内人（前头人）
2）宫人
3）搊弹家
4）杂妇人
教坊中的女艺人：
内人（前头人）：这类艺人才貌出众，身居宜春苑，经常在皇帝面前演奏， 所以谓之“前头人”或“内人”。  
宫人：在容貌、才艺上逊于内人，担任歌舞中的重要角色，身居云韶寺。
搊弹家：平民家的女儿，因貌美被选入宫，学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乐器技术和歌舞，因其直接用手弹奏，谓之“搊弹家”。
杂妇人：她们原来不是专职乐人，当“前头人”接受皇帝赐食时，她们便充当“前头人”上台歌唱。
内人数量较少，在表演大型歌舞时列于头尾，“搊弹家”则列于队伍中间。
唐朝教坊音乐：
唐朝教坊音乐是歌舞音乐，按表演形式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
坐部伎由最好的女乐担任，专门表演一些小型精致的乐舞。
作品有：《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小破阵乐》九曲等。
（重要）唐大曲结构：艳——曲——趋——乱
立部伎担任大型的歌舞杂技的伴奏，舞者有60-140人。
作品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八曲等。其中《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谓之“三大舞”，可用于宴乐和祭祀方面。
9.2 梨园
唐玄宗熟知音律，酷爱法曲（香颂），遴选立部伎弟子三百，置于内宫中的“梨园”，他本人亲自参与教习，并自创新曲，让“梨园弟子”演奏。
唐代的“梨园”有三个，其中主要的是宫廷中的梨园，包括男艺人三百人，女艺人数百人。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方响马仙期、觱篥李龟年、箜篌张野狐等。（“马龟狐三人组”）
梨园中另设一“法部”，挑选15岁一下的小孩30余人组成，谓之“小部音声”。
10. 宋元时期的音乐（960—1368）
10.1 宋元时期的宫廷音乐
在发生了唐末战乱、五代十国以及宋代辽夏金元政权鼎峙等一系列社会动荡之后，宫廷音乐活动的趋势必然从盛唐恢弘规模的高峰逐渐下滑，不复以往的辉煌。
        
宋朝的宫廷音乐艺术向着小型、精致的审美趋势发展，其规模也随着朝廷内外交困的加剧而缩小。
“摘遍”（北宋）：从唐代大曲中裁取一段或几段音乐进行演奏，不再表演全曲。
乐器独奏、小合奏等具有独立地位的纯器乐形式开始盛行于宫廷，并体现出高超的演奏技艺。
教坊被废除，宫廷需要音乐活动时，随时凑集各处的乐工或临时雇佣民间乐人，略加训练进行表演。
10.2 宋元时期的市民音乐
随着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市民文艺应运而生，并迅速影响了文人和统治阶层。市民音乐异峰突起，成为宋元时期的音乐主流，并在此后占据了时代音乐的显要地位。
宋元时期的市民音乐有五大特点：
1）具有商品经济性质
2）具有固定的演出场所
3）具有职业艺人和专业行会组织
4）具有主流音乐的地位
5）具有以综合艺术音乐为主题的样式，其中：戏曲音乐是时代音乐的代表。
10.3 歌曲艺术
宋代的曲子、唱赚和元代的散曲
10.3.1 曲子
泛指：出现于隋，发展于唐
特指：上述歌曲中用于填词的曲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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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的形式：
源出于大曲某一结构部分的类别：
“令”：短小曲牌。如《调笑令》、《浪淘沙令》等。
“慢”：较长并抒情曲牌。如《声声慢》、《木兰花慢》等。
以及“引”、“序”、“近”、“歌头”等。
其他分类：
“叫声”：根据民间歌吟与叫卖之声，作艺术加工后形成的曲子形式。
“嘌唱”：是击鼓演唱令曲并加变奏的曲子形式。
“小唱”：清唱出自大曲的慢曲、引、近、破等曲牌并用手执板拍击伴奏。
曲子的结构：
单段体、两段体至多段体。
令曲有单段体。
多数为两段体：前后阙或上下阙。
较长的多至三四段。
（重要）名家：
      以词曲相兼而知名者有：柳永、周邦彦、姜夔和张炎等。其中，附有曲谱传至今世的唯有姜夔一人的词作。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江西鄱阳人，南宋诗词名家与音乐家。姜夔少年时即在文坛显露头角，成人后怀才不遇，过着四处漂泊、寄人篱下的生活，晚年定居临安。他写下了大量诗词作品，抒发了对民族危难的关切和人生的感慨。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也能吹箫、弹琴与作曲，并颇有音乐理论造诣。曾向朝廷进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各一卷，以及《圣宋铙歌鼓吹曲》歌词14首。
    他在音乐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留下了附有乐谱的《白石道人歌曲》词曲集，其中收入自度曲和古曲等词17首，旁附宋俗字谱；祀神曲《越九歌》词10首，旁附律吕字谱；以及琴歌《古怨》词1首，旁附减字谱。
10.3.2 鼓子词
因歌唱时主要用鼓击节而得名。
结构特点：使用单个曲牌反复演唱多段词文。
表演形式：一人说唱，另有人伴唱与管弦乐器伴奏。
欧阳修《十二月鼓子词·渔家傲》
    以《渔家傲》曲牌分唱十二个月的景色。
赵德璘《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
    全篇12段，每段先说故事，后唱商调《蝶恋花》曲牌。
    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是唯一宋代流传至今的鼓子词。
10.3.3 诸宫调
结构庞大的长篇说唱艺术
由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
歌唱部分由多套曲牌组成，每套曲牌使用一个宫调，但各套的宫调则不同，故得名。
曲调来源于唐宋大曲、曲子和市民音乐中的各种乐曲。
表演形式：一人讲唱到底，同时自击鼓或者锣或者界方（水盏），另有拍板和笛伴奏。
（重要）10.3.4 货郎儿
宋代时，沿街挑担叫卖的小商贩被称作货郎儿。其叫卖音调被不断加工，后定型为一个曲牌，沿称作《货郎儿》或《货郎太平歌》。
元代民间艺人将其分作前后两部分，中间插入说白和其他曲牌来讲故事。
因插入其他曲牌，又称“转调货郎儿”。几个不同的转调货郎儿可根据故事需要，联套使用。
表演形式：一人将唱，同时一手摇串鼓，一手打板伴奏。表演不入勾栏，专在底层百姓中做场。
《元典章》中有恐剧中惹事而明令禁唱货郎儿的记载，可见其在当时之风靡盛行。
说唱货郎儿的实例，目前只能在元杂剧中描写说唱场面的内容（戏中戏）中见到。
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Storm likely gives birth to How long Dan】中第四折中存有说唱货郎儿【How long The Rapper】，其歌唱部分是一种由货郎儿本调和八个转调货郎儿连接而成的套曲【Suite】形式：
一起：货郎儿本调
二转：货郎儿头——卖花声——货郎儿尾
三转：货郎儿头——斗鹌鹑——货郎儿尾
四转：货郎儿头——山坡羊——货郎儿尾
五转：货郎儿头——近仙客、红绣鞋——货郎儿尾
六转：货郎儿头——四边静、普天乐——货郎儿尾     【古天乐：想节棱轮胎棱？】
七转：货郎儿头——小梁州——货郎儿尾
八转：货郎儿头——尧民歌、叨叨令、倘秀才——货郎儿尾
九转：货郎儿头——脱布衫、醉太平——货郎儿尾
体现了我国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主要发展规律
（重要）10.3.5 元散曲
    在宋代曲子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新音乐风格和语言特色的歌曲形式。其音乐及歌词体与元杂剧相同，二者并称元曲。
    元散曲与元杂剧的区别。
    散曲：用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纯声乐形式。
    杂剧：以人物角色用歌舞和念白，表演故事的综合性戏曲形式。
    散曲的流行对后世明清小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散曲的创作方法及演奏：
旧乐填词、新创词曲。
歌词也是长短句，但更为口语化并常使用衬词。
曲牌：来源为北方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所带来的音乐，以及宋元社会流行的各种曲调，还有一定数量的创作旋律。
大量新曲牌和新诗体歌词的注入使散曲的总体音乐风格与宋代曲子有区别。作品常表现山林隐逸和男女风情的题材。
散曲演唱者往往是具备一定专业技巧的演员和歌女，演唱场合多在文人士大夫。遣性娱宾的青楼茶肆和私人宴会。一般不用锣鼓，只用丝竹乐器组成乐队伴奏。
散曲的曲体形式：
    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独用的单个曲牌形式。如元代张可久的越调小令《凭栏人·江夜》。
    带过曲，是散曲中前无引子，后无尾声，两三个同宫曲牌连缀而成的固定组合形式。如曾瑞的南宫带过曲《惜花春走已早》，全曲是三个曲牌的组合：《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
    散套，又称套数，是散曲中前有曲牌作引子，后又尾声，中间由若干同宫曲牌连缀而成的套曲形式。如朱庭玉的南吕宫套曲《一枝花·女怨》，全套曲牌为《一枝花》→《玉娇枝》→《乌夜啼》→《斗鹌鹑》→《赚煞尾》。
弹词类：
[bookmark: OLE_LINK3]弹词又称评弹、弹唱词话、说小书、文书等等
流行于我国的南方地区，受到宋代曲艺的影响极大，因流传地区不同名称也有不同
-苏州弹词
-扬州弹词
-长沙弹词
-四明弹词
-福州弹词
其中以苏州弹词的影响最大，形式一般为自弹自唱，一人的称单档，二人的称双档，三人的称三档
清朝前、中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弹词家
如乾隆年间的王周士
嘉庆年间的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 四大家
同治年间的马如飞、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 等人
“陈调”：长于演唱老年角色，风格苍劲粗狂，《玉蜻蜓》、《白蛇传》
“俞调”：风格婉转细腻，十分讲究润腔及声韵的变化《宫怨》、《林冲》
“马调”：唱腔质朴豪放，简洁明朗，多用本嗓，少用假声《珍珠塔》
牌子曲类：
将明清流行的各种民间小曲或戏曲曲牌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套曲，用来说唱故事的形式
结构与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转调货郎儿是一个体系，牌子曲种类非常多，分布地区广，不同曲种中的曲牌数量使用多少不一
有的曲种包括近百个甚至更多，有的则较少
-京津一代单弦牌子曲
-山东聊城八角鼓
-河南曲子
-甘肃兰州鼓子
-四川清音
-广西文场
-湖南丝弦
渔鼓道情类：
道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说唱形式，名称源自道教“道家唱情”，因道士用道曲说唱道教故事得名，后来这种形式逐渐流传到民间
徐珂《清稗类抄》“道情，乐歌词之类，亦谓之黄冠体，盖本道士所歌，为离尘绝俗之语者。今俚俗之鼓儿词，有寓劝戒之语，亦谓之唱道情。”
常用的乐器是渔鼓与竹片
（重要）四大声腔：海盐、余姚、弋阳、昆山
海盐：南戏嫡系声腔，多“官语”
弋阳：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
“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
昆山腔：
明代祝允明《猥谈》
比其他三腔为晚出，经魏良辅等加工成为最有代表的声腔
魏良辅：尚泉、上泉、玉峰
余澹心《寄畅园闻歌记》：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神调，度为新曲”
（重要）汤显祖：《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11. 其他
中国戏曲是集文学、音乐、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
艺术渊源、艺术形态、审美取向都具有鲜明的东方哲理色彩和中国文人准则
（重要）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
十二木卡姆：
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民间歌舞，木卡姆是一个固有名词，是从阿拉伯语“马卡姆”演化而来。
《律吕正义后编》记载，乾隆年间宫廷“回部乐”已经具备歌舞、器乐相结合的套曲形式
木卡姆因有十二套而得名十二木卡姆，分别是《热克》《且比亚特》《木夏维热克》《恰日朵》《潘吉朵》《殴孜哈勒》《埃介姆》《乌夏克》《巴雅特》《纳瓦》《思朵》《依拉克》
结构：
每套木卡姆在音乐结构上分成三部分：
一、大乃额曼（琼拉克曼）：结构复杂，由散板的序唱开始，感情深沉，一般由著名艺人演唱，然后到多段体的歌曲和器乐曲共十几个部分组成，既有叙事风格又有鲜明的歌舞特点
二、达斯坦:抒情的音乐，由数首歌曲和器乐曲相间唱奏，曲调抒情流畅，富于叙事格调
三、麦西热普：意为欢乐的晚会，由数首舞蹈组歌组成，音乐活泼生动，热烈奔放。
12. 学堂乐歌的兴起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制度的初建
    清政府“自强新政”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于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之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正是这推行新学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产生了有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并推动建立了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制度。
学堂乐歌的酝酿准备和兴起：
    康有为与光绪24年（1898）六月向光绪帝上《请开学校折》，提出应以德国学制为依据，“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比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要求“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学校应设音乐课程的开端。奏折所称“歌乐”后称“乐歌”，学堂乐歌之名由此而起。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虽被光绪帝接受，在1898年6月至9月间，曾连下包括废八股、停科举和改书院为学校等种种诏令，也因此而开始成立了一些新学堂和已有尝试开设“音乐”、“歌唱”、“琴学”等课程的新学堂出现；但却因顽固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使“百日维新”夭折。
    立志救国的新知识分子不得不纷纷留学日本，以求学到日本人成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学堂乐歌的倡导，也因此在一部分留日中国学人中兴起。我们实地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仿照西方国家建立的学校音乐教育制度，也听到了大量按“和洋折中”的方式，欧美和日本的曲调编配或以新的作曲方法创作的日本学校歌曲、军歌等。
学堂乐歌的歌词和曲调：
    学堂乐歌从萌生到兴盛，在短短十几年中产生了大量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以不同歌词计数，约有1300首之多。他们多数是为学堂唱歌课而作的教育歌曲，也有一部分是面向社会作宣传鼓动的歌曲；而由于其作者思想倾向与文学、音乐修养的不同，他们的歌词和曲调都呈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乐歌的表现内容和词作的不同类型：
1、注重于教育和宣传作用的学堂乐歌，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主要有：
1 以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和祖国大好河山为题材，鼓吹抵御外侮，激励富国强兵的乐歌，如：《何日醒》、《十八省地理历史》、《中国男儿》、《扬子江》、《黄河》和相传为李叔同所作的《祖国歌》。
2 以鼓吹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倡尚武精神为内容的乐歌，如：以黄遵宪（公度）的《军歌二十四章》配曲的《军歌》和《从军》、《练兵》、《陆军》、《海战》、《革命军》，以及为儿童作的《体操》等。其中有些传入军中，成为士兵歌唱的真正军歌。
3 为当时的女权运动作鼓吹，宣扬男女平权，激励女子自强自立的乐歌。如：秋瑾的《勉女权》，勉励女子要与法国女革命英雄“若安（Jenned'Are，约1412-1431，今译贞德）作同俦”，为恢复江山“献身手”，以及《女子体操》、《崇女学歌》、《女革命军》和控诉残害女子陋习的《缠足的苦》、《天足歌》等等。
    学堂乐歌主要为学生教学歌唱而作，因此以学生生活和向他们作科学、文明、免学、励志和热爱自然等教育为内容的作品最多，例如：为黄公度《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配歌的《汝小生》，以及《勉学歌》、《卒业别师友》等。
    有的乐歌从题目上看，几乎向学生展示了西方文明世界的形形式式，如：《地理》、《格致》、《英文》、《演说》、《阅报》、《文明婚》、《博览会》、《铁路》、《月界旅行》等。
有借自然景色，向学生作托物喻志、陶冶情操教育的乐歌，如：《冬之夜》、《春之花》、《西湖十景》、《钱塘潮》、《白兰花》、《红梅》、《芳草》等等。
2、欢庆推翻数千年封建帝制的胜利，歌颂共和民国开启了新时代，是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乐歌集中表现的内容，如：《光复纪念》、《中华大纪念》、《五色国旗》和《美哉中华》，等等。
3、少数乐歌以忠君尊孔为内容，或意图向学生作封建道德的训诫，例如：张之洞左慈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慈寿》，以及《颂皇仁》、《忠君》、《宗孔》，等等。
学堂乐歌的曲调：
    填词乐歌所用曲调，初期多 从日本学校唱歌书和军哥中取材，后期择取曲调的范围更广；而不论是初期或后期，在当时的乐歌书上极少注明曲调的来源和原作者，这就给判明曲调的本来面貌和填词后产生的变化带来极大困难。
    学堂乐歌的曲调，有以下几类：
· 其一，以日本学校唱歌和军哥中日本人创作的洋乐与邦乐曲调填配，如：《体操》（《男儿第一志气高》），用日本游戏唱歌《手指游戏》的曲调；《何日醒》和《中国男儿》分别以日本学校唱歌《樱井的诀别》与《宿舍里的旧吊桶》的曲调；还有以日本近代筝曲演变成的民歌《樱花》的曲调填配的《远别离》，以及以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曲调填配的《孔子歌》等。
· 其二，以欧美的曲调填配，其中有对以欧美曲调填词的日本歌曲的转译或再填配，也有直接以欧美曲调填配。其选择范围广及于欧美各国的民间歌曲、学校歌曲、古典歌曲、宗教歌曲、歌剧选曲和各种器乐曲，涉及到源自与德、法、英、美、意、西和东欧、北欧等国与地区的大量曲调。
    以上两类曲调都属于当时统称为“西乐”的范畴，也可以视为一类；而且多数都属于音调雄壮、节奏具有进行曲特点的，或明快、活泼、挺拔、清新的曲调。在当时人们看来，受尽列强欺凌、国弱民衰的老大中华，最需要的是能感奋民气、振作民族精神的歌声；而他们又以为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缺少这样的曲调，只能从西乐中选择。
· 其三，以中国曲调填配的乐歌。这些乐歌构成学堂乐歌曲调的又一类型，说明梁启超“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的主张，在当时确有人响应。例如：以小调《孟姜女》的变体《十杯酒》曲调填配的《缠脚的苦》，以号称“天下同”的《老六板》曲调填配的《大国民》、《祖国歌》和《勉学歌》等，以及以《茉莉花》的不同变体曲调填配的许多乐歌；甚至还有以琵琶曲《思春》曲调和昆曲的曲牌填配的乐歌。
· 其四，尝试探索自谱乐歌旋律。除了开风气之先的沈心工和李叔同，各留下数首为自作的或他人所作的歌词谱写的作品之外，还有朱云望、朱织云和许淑彬等，为沈心工所作歌词谱写了《美哉中华》、《木人戏》和《请君对镜》等乐歌，都曾在学堂教学中应用和传唱。
· 其五，在创作旋律的乐歌作品中，还有长期被误传为“古代歌曲”、“民间歌曲”或“城市小调”的《苏武牧羊》、《木兰辞》和《满江红》，经考证，这些都是产生于民国时期的学堂乐歌和爱国歌曲。其所表达的抵御外侮、激励民族节气的思想，具有古诗词韵律特点和语言风格的歌词，以及典雅朴质、浓郁地道的民族风格的曲调，都应看作是我国早期创作歌曲和填词乐歌中的经典之作。
（重要）沈心工（1870-1947）： 名庆鸿，字叔逵，心工是其做歌时用的称署。
幼从长兄以旧学发蒙，曾应乡试，1892年落榜后毅然转向西学，1897年开办南洋公学师范院，任教于该校外院。1900年参与筹建南公附小，1902年如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专业，后转入清华学校。
“后来做歌出书的一件事，是在日本种的根，那时留学生会馆礼请铃木弥次郎教唱歌，我也去学唱，略知道了一点乐歌的门径，就做起歌来。”
· 中国第一位本国的新音乐教师，开设乐歌课程，发起美育音乐会
· 一生共编写创作了180余首学堂乐歌《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民国唱歌集》
· 以向小学生进行爱国、民主、文明、进步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歌曲传递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
· 采用依曲填词的方式选择日本学校唱歌或军歌的旋律


2025年12月期末考试部分考题还原
选择题（仅1道题不在上述复习资料内）
1. 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于1952年创作的先锋音乐作品是（）
A.《0’00’’》 B.《4‘33’‘》 C.《10086》  D.《1’11‘’》
两道大题（参考答案由DeepSeek生成，仅供参考学习）：
1. 儒家礼乐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整个古代）音乐实践方面的影响，利弊两方面。
参考答案： 
儒家礼乐思想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核心理论体系，自西周初具雏形、经孔子系统阐发后，成为贯穿秦汉至明清的主导性音乐观念。其对古代音乐实践的影响深远而复杂，兼具积极建构与消极制约的双重性。
一、 积极影响
1. 确立了音乐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功能，保障了音乐的持续发展。
◦ 理论依据：儒家将音乐纳入“礼乐刑政”的国家治理体系（《礼记·乐记》），赋予其“通伦理”、“和民心”、“移风易俗”的崇高社会使命。这使得音乐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国家典制、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实践佐证：历代王朝均设立官方音乐机构（如汉之乐府、唐之大常寺、教坊，宋之教坊、大晟府，明清之教坊司、神乐署等），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音乐创作、采集、表演和人才培养。雅乐的传承、宫廷燕乐的发展、对民间音乐的整理（如汉乐府采诗），均得益于这种官方制度性支持。
2. 强调了音乐内容与形式的道德统一，推动了对音乐“美善合一”的审美追求。
◦ 理论依据：孔子提出“尽善尽美”（《论语·八佾》）的评价标准，主张音乐的情感表达（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合乎伦理道德的中和规范。
◦ 实践佐证：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音乐创作与审美。在琴乐领域，形成了“清、微、淡、远”的审美旨趣，强调通过音乐修身养性、涵养德操（如《溪山琴况》）。在歌曲创作中，强调文以载道，大量诗词歌赋被谱曲传唱，承载着文人的理想与情操。
3. 促进了音乐理论的系统化与传承。
◦ 理论依据：为服务于礼乐实践，儒家学者对音乐的本源、功能、形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 实践佐证：《礼记·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集大成者，系统阐述了心、物、声、音、律、政之间的关系。历代乐律学的研究（如汉代京房六十律、晋代荀勖笛律、明代朱载堉“新法密率”）虽有其独立科学探索，但最初动力与理论框架往往与“制礼作乐”、“考定音律”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客观上推动了音乐声学理论的进步。
二、 消极影响
1. 束缚了音乐的题材、形式与情感表达的多样性，导致音乐发展的保守化。
◦ 理论依据：儒家礼乐思想严格规定了音乐的使用等级（“乐殊贵贱”）、场合与形式，强调“中和”、“平淡”，反对“郑卫之音”等过于激烈、抒情或复杂的音乐。
◦ 实践佐证：
◦ 雅乐僵化：用于祭祀、朝会的雅乐，为追求“肃雍和鸣”的典礼效果，长期固守僵化的程式、缓慢的节奏与古老的乐器组合，旋律发展停滞，最终沦为空洞的形式，丧失艺术生命力。
◦ 对民间俗乐的抑制：历代儒者常将新兴的、富有活力的民间音乐或外族音乐斥为“淫声”、“靡靡之音”，加以道德批判甚至行政禁止（如隋文帝贬抑“七部乐”中的西域成分，明清士大夫对戏曲、小调的贬斥），阻碍了音乐语言的更新与融合。
◦ 情感表达受限：对个人浓烈情感、反抗精神或世俗享乐的音乐表达，在主流评价体系中长期受到压抑，限制了音乐题材的广阔性和风格的创新。
2. 将音乐过度工具化、政治化，削弱了其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本质。
◦ 理论依据：儒家过分强调音乐与政治、伦理的直接对应关系（“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将音乐视为治乱兴衰的晴雨表和教化工具。
◦ 实践佐证：这种“乐与政通”的思维，使得音乐批评常陷入简单化的政治映射，而非艺术分析。音乐风格的变迁常被归因于政治得失，而非艺术内在规律。这导致音乐创作常需首先考虑伦理和政治正确性，而非艺术表现力的最大化。
3. 造成了音乐实践中的“崇古”倾向，阻碍了音乐技术的革新。
◦ 理论依据：儒家“信而好古”，将西周礼乐视为理想范本，后世制礼作乐多以“复古”为名。
◦ 实践佐证：历代乐律争论常围绕是否合乎“古制”（如三分损益律）、乐器改革是否“违祖制”展开。朱载堉划时代的“十二平均律”理论在明代未被采用，除技术原因外，其背离传统律学体系的“创新”性质亦是重要阻力。这种崇古心态，延缓了新乐器、新演奏法、新音乐形式的接纳与推广。
结论
儒家礼乐思想为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理论支撑和崇高的社会定位，是其得以体系化传承、深度发展的关键。然而，其强烈的伦理政治取向、严格的规范限制以及崇古保守的倾向，也抑制了音乐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在形式、技术、情感表达上的自由探索与多元创新。这种“建构”与“制约”并存的深刻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音乐独特而复杂的历史面貌。
2. 我们学习中国音乐史对于学习的其他学科（如艺术历史文化等）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参考答案：
学习中国音乐史，不仅是对一门听觉艺术专门史的掌握，更是构建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与多维性的关键认知框架。它对学习其他艺术、历史、文化等学科具有积极且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 提供“通感”视角，深化对姊妹艺术的整体性理解
音乐与其它艺术形式在核心美学观念、创作逻辑和文化功能上高度互通。学习音乐史能打破单一艺术门类的壁垒，形成“艺术通感”。
对文学研究的深化：中国文学史中的诸多核心体裁与音乐密不可分。学习音乐史有助于理解《诗经》的“风、雅、颂”体制与周代礼乐应用的关系；理解汉乐府的采集与演唱机制；更深刻地把握唐诗的声律、宋词的词牌曲调、元曲的宫调联套，其文体形式的形成与演变背后均有深刻的音乐动因。这使文学研究从静态的文本分析，走向动态的“声音景观”与表演语境还原。
对美术与建筑研究的启发：中国传统艺术共享一套哲学与美学语汇。音乐中“虚实相生”（如古琴的“声少韵多”）、“气韵生动”（如戏曲唱腔的线性旋律思维）、“中和恬淡”（如儒家音乐审美）等观念，与绘画的留白、书法的笔势、园林的布局、建筑的节奏（如梁柱的排列与飞檐的起伏）存在深层同构。理解音乐美学，能为解读视觉艺术的形式与精神内涵提供一把听觉维度的钥匙。
对戏曲与舞蹈研究的奠基作用：戏曲是高度综合的艺术，而音乐是其灵魂与结构骨架。学习音乐史中关于曲牌体、板腔体的演变，关于南北曲的风格差异，关于器乐伴奏的发展，是理解戏曲文学剧本之外的艺术本体（声腔、念白、文武场）的基础。同样，中国古代舞蹈大多“乐舞一体”，音乐的速度、节奏、情绪直接决定了舞蹈的语汇与编排。
二、 贡献“声音维度”，丰富历史研究的立体感知
历史研究长期偏重视觉与文字材料，音乐史的学习为历史认知补上了至关重要的“听觉维度”。
感知历史的“声音现场”与情感结构：典礼仪式的雅乐、宴饮享乐的燕乐、市井勾栏的俗乐、宗教场所的梵呗，共同构成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社会“声音背景”。通过音乐，我们能更贴近历史中人的情感世界（如唐代琵琶曲中的豪迈与边疆情怀，宋代词乐中的文人感伤，明清俗曲中的市民趣味），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与生活节奏，使历史叙述更为丰满、有温度。
揭示制度、技术与文化交流的生动侧面：乐官机构的设置（如大司乐、乐府）反映了国家礼制与文化管理；律学（如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成就体现了古代科学思维的高度；乐器（如琵琶、箜篌、唢呐）的传入与演变，乐曲（如《霓裳羽衣曲》与西域音乐）的融合创新，则是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最生动、最直接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比单纯的文字记载更具感染力。
三、 贯通“文化基因”，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音乐是文化最深层的表达形式之一，它编码了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伦理思想与宇宙认知。
理解“礼乐文明”的实质：儒家“礼乐相济”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基石。学习音乐史，能具体化地理解“乐”如何与“礼”配合，实现“教化人心”、“和谐群体”的社会功能，从而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特有模式。
体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将音律（十二律吕）与自然时序（十二月）、空间方位、甚至身体器官相配，体现了独特的宇宙关联思维。古琴艺术追求“弦外之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更是将这种哲学观付诸实践。这为理解中国哲学、中医、风水等文化领域的思维模式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认识雅俗文化的互动与张力：音乐史上雅乐与俗乐（民间音乐）、中原正声与四夷之乐的并存、互动与博弈，正是中国文化内部“雅”与“俗”、“中心”与“边缘”动态关系的缩影。研究这种互动，有助于超越静态的精英文化史观，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复杂构成与活力来源。
四、 培养“跨学科”思维与综合研究方法
中国音乐史本身即是一门高度交叉的学科，涉及文献学、考古学、乐器学、乐律学、民族音乐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学习它，能自然而然地训练学习者：
处理多元证据的能力：需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乐书、乐论、诗词）、出土文物（乐器、乐俑、壁画、简牍）、古谱译解、口头传统等多重证据进行互证。
培养历史想象力与批判思维：面对残缺的音响遗产（古代音乐无法原样重现），需在实证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语境重构与逻辑推断，这极大锻炼了历史想象力与严谨的学术思维。
结论
总而言之，学习中国音乐史，绝非孤立的知识积累。它如同一个枢纽学科，能有效连接文学、美术、戏曲、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听得见的历史视角、一种可感知的文化哲学和一套综合的研究方法，从而显著提升学习者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立体性与深刻性的认知水平，最终实现人文素养的融会贯通。这正是其超越学科本身的最重要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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